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18 

【访  谈】 

现代性之“恶”与民族主义的“毒”1 

——杜赞奇教授访谈 

本刊记者  李宗陶 

 

 “在中国，共产党一旦获得政权就试图运用新的文化和教育政策来实现人的翻身，但甘地

却是要在获得权力之前实现个体的转变，以此作为获得政治权力的方法” 

杜赞奇的笑容很给力。眉毛胡子都运动起来，拥向那双精光四射的眼睛，向外界传达睿智和

友善。 

“对历史的探索就是一种徘徊在语言和历史真实之间的活动”，这是杜赞奇浸淫史学 40年的

心得。 

他与汉学的结缘可追溯到1973年。当时他在德里大学念书，中国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

引起了一班历史系学生的浓厚兴趣。“因为它展现了一条可能改变历史的路径，很大地启发了我

们，我们觉得这是应该研究学习的东西。”杜教授告诉记者。 

赴美深造分为两个阶段。在芝加哥大学，杜赞奇遇到他最重要的导师之一孔飞力先生。“我

在研究中国革命的时候，对中国的农村很感兴趣。我最初的兴趣也受到孔飞力教授的影响，他不

是那么激进的人。他认为相对于革命阶层而言，本地政治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因此《文化、权力

与国家》源自我最初的兴趣，并受到美国汉学界非革命一代学者的影响。” 

这本书是杜赞奇的博士论文，获得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 1989 年度杰出东亚历史著作奖；一

年后，又获亚洲研究学会约瑟夫·R·列文森 20世纪中国最佳图书奖——同年，孔飞力的代表作

《叫魂》获得了“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 

1977 年，费正清教授自哈佛大学荣退，孔飞力接替费正清出任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杜赞奇与

导师一同从芝加哥迁往波士顿。 

杜赞奇向记者谈起对两座一流学府的比较：“芝大是一个具有知识分子气息（Intellectual）

的地方，而哈佛是一个学术性（Scholarly）的地方——我甚至觉得哈佛都不是学术性的，而是一

个权力之地。更确切地说，两所大学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纯粹的知识权力，而后者是混杂的知识权

力。哈佛总喜欢把总统、国王、大使、前大使这些人物都混杂在校园里，希望兼顾公共职能和公

众形象。而对芝大来说，最重要的是你写过一些什么，有多深入。 

寻找发展和生活之间的平衡 

人物周刊：您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的最后部分用很大篇幅谈论了甘地对现代性的批判。

譬如说：现代化的机器设备只能刺激人更多的物质欲望，却永不能满足他们；工业化带来破坏、

剥削和疾病，造成城市和乡村之间极其严重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而在 30 年前，中国一位同样

智慧的领袖凭借一句“发展就是硬道理”将中国领入一个高速发展的新纪元。人们应该如何理解

这两种看上去矛盾的思想呢？ 

杜赞奇：我们需要寻找发展和生活之间的平衡。目前中国的问题似乎是很难控制，如同普罗

米修斯被解开了锁链，一切都被发展所驱动，释放出来追求利润的力量很难被收回，这是最大的

挑战。 

需要有几个重要人物，如甘地，成为对现代性批评的象征。以芝加哥为例，芝加哥有一个人

                                                        
1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8629f90100nzy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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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反经济发展的传统，一直以出产众多知识分子包括许多诺贝尔奖得主而闻名，但突然间它

被视为经济之都，这对芝加哥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于是在米尔顿·弗里德曼研究院（Milton 

Friedman Institute）就此爆发了一场大争论，后来弗里德曼就成了芝加哥的象征。我想说的是，

芝加哥有很强大的知识传统，我们必须保有这些传统来对现代性进行对抗和平衡。 

人物周刊：在您看来，发展到今天的西方现代性的特征是什么？ 

杜赞奇：我认为我们生活在“后西方现代性”的状况中，这个世界正被“发展的观念”所主

导，使用着各种现代技术。我们以前认为宗教是和现代性分开的，所以没有意识到文化角色的问

题，但事实上，西方现代性很大程度上是伴随着基督教而来的。譬如对个人价值的极度推崇——

在新教看来，每个人都像上帝一样，可以直接和上帝沟通，由此推出个人权利的主张等等。因此

我觉得基督教是西方现代性的重要特性，而我们要重新思考这些关于超验的观念，包括中国的天

人合一。 

现代性带来道德贬值 

人物周刊：印度的泰戈尔、日本的冈仓天心、中国的章太炎都在“文明重构”这一主题上提

出过自己的主张。您能大致谈谈他们在思想和作为上的异同吗？ 

杜赞奇：我理解他们是想尝试超越国家，他们是反帝先锋，他们将西方看作推动“文明”概

念的帝国主义，而这个文明则是他们试图合法化帝国主义的说辞，影响了我们的价值观。问题是

他们除了民族主义以外没有其他达成这个目的的手段，因为民族主义是惟一可用的方法，而一旦

如此，你就在自我和他者之间划了一条界限。泰戈尔和甘地尝试抵制这种民族主义，但没有用。

章太炎是一个复杂的人，他同时是个排满的民族主义者和一个佛教徒。他不是一个好例子。 

我对他们也有批评。他们和大众文化没什么关系，他们对于亚洲的统一性只是局限于高雅文

化，譬如士大夫文化，他们不看普通人的生活。那个时候有很多印度人来中国，有一些印度士兵

来中国，但这些人是不为这些知识分子所看到的。这些普通人的普通关系是更复杂的。沟通普通

人之间的关系在今天的亚洲仍然是很重要的；而简单地描述伟大的历史文明是不够的。 

人物周刊：现代人应该如何面对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和文明、道德的关系？ 

杜赞奇：我不想讨论短期内的道德上升和堕落，而是想长期来看。作为社会良心的道德是一

码事，作为实际操作的道德是另一码事。帝国时期的中国满口仁义道德，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呢？ 

在现代性的长期发展中有一个道德话语的贬值，因为现代性逐渐诋毁道德的价值，将人看作

市场社会中的工具。市场社会把人的价值简化为市场价值，而市场书写了人的行为，所以现代社

会中道德是没有功用的，甚至父母都不教孩子讲道讲德了。因此我们要提可持续性这个问题，因

为它提出了对伦理的要求。这是在我看来惟一的希望。所以今天服务员来房间打扫的时候，我跟

她说：不要换毛巾！ 

毛泽东和甘地都是理想主义者 

人物周刊：您曾说过，如果换一种环境，梁漱溟、晏阳初和陶行知都有可能成为甘地的角色，

但他们最终没能成为。所以，想请教是怎样的环境限制了他们？这种限制的根源是什么？ 

杜赞奇：梁漱溟、晏阳初和陶行知没有成为甘地式的人物有多种原因。一方面，“五四”运

动使得现代性成为一个超越一切的需要；另一方面，政治和权力的产生使得他们必须首先获得权

力才能实现理想；此外日本的侵华战争也对此有影响。 

限制的根源我认为是在这些精英的意识中，为一项事业而做的政治动员是重要的，而非缓慢

的对个人的教化，对一个人内在的改变。而甘地是希望每个人都从内在发生改变。我觉得后来中

国对个人内在的改变是更成功的，但那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共产党一旦获得政权就试图运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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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和教育政策来实现人的翻身，但甘地却是要在获得权力之前实现个体的转变，以此作为获

得政治权力的方法——这个想法在当时的中国是不被看重的。甘地认为在个人内在发生改变之前

获得权力会导致腐败，当然他是浪漫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 

人物周刊：您愿意比较一下毛泽东和甘地的异同么？ 

杜赞奇：毛和甘地都是很深刻的理想主义者，都相信超验的力量，相信可以创造出前所未有

的东西。毛的超验是共产主义的乌托邦，甘地的超验是他自己来源于一些印度教传统的、对神的

理解。当然他们的想法是截然不同的，对甘地来说，你必须自己先成为这个理想本身，让超验在

你自身中发生，然后才能承担起真正的权力，而毛则是先夺取政权，然后再发动文化大革命。相

同的是，他们不止是浪漫主义者，而且都是行动者，要真的实现他们的理想。 

从民族主义到国家主义 

人物周刊：您如何评价奈保尔在“印度三部曲”中的立场？ 

杜赞奇：我看过第一本《幽黯国度》。有人说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作家，因为他能批评第三世

界。如果一个欧洲人批评印度，谁都会指责他，但奈保尔是第三世界的作家，还能自我批评，西

方很高兴。 

我不完全同意这个观点。奈保尔对第三世界具有一种很真诚的批判态度，但他没有责任意识。

鲁迅会说这是国民性，也是他自己的状况；但奈保尔不说这样的话，他对印度人没有认同感。如

果他能选择，他会选择做欧洲人做英国人，因为他们代表了最高阶段的文明。有不少这样的印度

人，他们很勇敢。 

有一个可能比奈保尔更伟大的印度作家 Nirad C. Chaudhuri，他也用英文写作，11 年前去世。

他在孟加拉地区的一个村庄里生活了五十年，做政府秘书。他阅读了所有的欧洲和梵语经典，五

十多岁第一次去英国就对英国了如指掌，他一生都在膜拜英国。他的写作中充满了对印度和印度

人的强烈批评，但有趣的是，他可以定居在牛津。但他最终选择回到印度，居住在德里旧城。和

鲁迅不同的是，他在写作中对印度没有同情；但他又和奈保尔不同，因为他拒绝居住在伦敦——

比较这 3个人很有意思。 

我觉得奈保尔的批评很重要，但是如果他对印度多一些感情，就像鲁迅对中国的感情那样，

那么他的批评就会更有效果。这也是为什么鲁迅仍被中国人所热爱的原因。 

人物周刊：抗日战争时期一些中国读书人宁愿饿死也不吃日本大米；印度独立运动时期要求

烧毁每一寸来自国外的布匹……今天的民族主义似乎更复杂些。 

杜赞奇：过去 20 年间，民族主义的状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一些民族国家和政府已经不那么

喜欢过多的民族主义了，因为他们想要全球化。有时候他们想要控制民族主义，这当然很困难。

我觉得一方面，民族主义的强盛是之前过多民族主义教育的结果；另一方面，它是对于过度全球

化的一种反应，类似保险丝。 

民族主义的功能变了：早期是为了民族独立，现在越来越成为政治经济发展中无用的东西，

同时与对全球化的恐惧心理有关。它渐渐成为了一种应激性反应，而失去了建设性功能。 

人物周刊：民族主义真的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一剂良药吗？ 

杜赞奇：我从没觉得它是一剂良药。民族主义对于反帝和建国是重要的，但是药三分毒，其

力量之大，可以允许人为所欲为——就像“文革”那样，把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乌托邦结合起来，

赋予人去摧毁一切的权力。 

人物周刊：为什么今天民族主义总是跟“狭隘的”连在一起？ 

杜赞奇：我对民族主义的理解是：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竞争很有关系。当从农业社会演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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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社会的时候，你不仅需要不同地区的人融合在一起，而且要有竞争力。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民族国家是让资本主义社会变得更有竞争力的方式，但是社会主义国家要参与竞赛，就像大跃进

中那样，就需要人们牺牲自己来让国家变得富有竞争力。它的狭隘性就在这里，总是关于自己和

他者的。 

人物周刊：大约四五年前，学术圈已经注意到国家主义的苗头。您能谈谈对从民族主义到国

家主义这一意识形态演变的看法吗？ 

杜赞奇：民族主义可以是一个进步性的力量，因为它具有各种对民族的视点，譬如本土性和

多元文化等。国家主义可能受到限制，但东亚地区的国家主义是政府具有强权。国家主义可以看

作政府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则是民间的，后者没有一个政府组织起来的统一看法。在日本，民

族主义塑造国家主义；而在中国，民族主义里有执政党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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